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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转型与代际关系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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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代际交换的社会化程度加深，养老经济支持能力和保障水平提高，

养老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不断提高。但是父母对家庭的控制力下降，人口外流一定程度拉
大了亲子在地理和社会上的差距，代际支持行为逐渐理性化，种种因素使得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冲击。经济转型使得代际关系更加复杂，代际之间的差异、冲突和互惠可能是多方力量作用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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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论述中西文化差异时将中国的代际关

系概括为“反馈模式”，而将西方的代际关系概括为
“接力模式”，认为二者的不同在于赡养父母在西方
并不是子女的义务。［1］李银河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
指出，反馈关系和接力关系二者之间的区别，应当说

不仅仅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区别，而是农业文明和现

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区别。她论断的依据是，当西方
处于农业社会阶段时，也存在代际之间的反馈关系，

而在中国现阶段的文化中，反馈关系正在让位于接

力关系。传统社会反馈关系存在的基础在于农民经
济基本上还属于非货币经济范畴，老年赡养成为子

女的绝对责任，在这种非货币经济造就的养老方式

之上形成的美德就是孝道。而到了工业化的现代社
会，农民经济由非货币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家庭养

老方式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转变，反馈关系就可能

为接力关系所取代。［2］207—212

现代化理论认为，在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

程中，扩展式的家庭关系纽带将被弱化，传统的家庭

形式将变得更为松散，个人与扩大亲属制度相联系

的义务关系同时被削弱。［3］但是我国家庭关系深受
地方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影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家

庭没有失去它独特的作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家庭

关系随现代化的进程而减弱［4］，传统的家庭团结力

量延续使得家庭凝聚力超越了现代化的作用［5］。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

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产生了大规模的社会流动，

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以及代际关系也不可避免

地受到了冲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
会经济转型在给代际关系产生影响的同时，也赋予

了代际关系以“问题性”的意义所带来的经济转型
与代际关系的变动。
一些学者将代际关系的变化归结为国家推行的

制度变革的结果，即外部力量的国家权力和意识形

态对农村社会的介入主导了乡村代际关系的变

动。［5］［6］250而另一些学者则质疑这种国家政治决定
论，贺雪峰就认为，建国以后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虽

然有所变动，但是集体经济制度本身的特点和意识

形态对传统的尊老爱幼、父慈子孝的借用和倡导仍
然使代际关系保持相对平衡，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代际关系
逐渐失衡。［7］Jack M． Potter也认为，建国以后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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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并没有改变传统的的包括代际关系在内的基本

亲属关系结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建设运动

却使得传统的亲属关系结构渐渐解体。［8］显然，他
们认为是经济转型而不是国家导致了乡村社会代际

关系的根本变化。具体来说，社会经济的转型所产
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代际交换的社会化程度加深

代际关系可以划分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微
观层面的代际关系主要涉及家庭内部父代和子代之

间的关系，而宏观层面的代际关系则涉及社会上老

一代、中一代与年青一代之间的关系。［9］在传统社
会，代际关系仅仅涉及家庭内部，代际之间的资源分

配和交换、情感的交流和沟通以及道德义务的意识
与承担等，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亲子之间，中国的

孝道规范和社会结构更加强调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

威，强调子女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以维护子女和

父母的和谐关系为准则。而在广泛的社会层面，资
源的分配和交换、情感的交流和沟通以及道德义务
的意识与承担等关系和问题并不存在，或者只有在

涉及公共财产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和分配时才会得以

显现。因此，传统社会的代际关系主要体现在家庭
内部，以孝道规范等来调节代际之间资源的分配和

共享，而在社会层面，仅仅体现在尊老敬老的道德伦

理上，并不能调节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和共享。
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个人所拥有的资源逐渐

超出了家庭的范围，包括家庭内部的资源，也涉及更

广泛的来自社会方面的支持。随着中国社会的转
型，个体在生命周期阶段的资源转移，也越来越多地

对职业发展和社会支持产生需求，代际关系呈现出

多元性、复杂性。［10］在西方国家，由于养老基本社会
化，家庭内的代际交换财富流向偏重于从老人向年

轻人的“向下流”方向，国家和社会承担了大量的责
任。在我国，代际之间的资源交换主要以家庭内的
交换系统为主，公共部门交换系统的转移和市场交

换系统的转移较少，但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口老化速

度的加快和程度的加深以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

善，预计公共部门交换系统的转移和市场交换系统

的转移的份额会逐渐增加，而家庭内的交换系统的

转移会逐渐减少。［11］因此，可以说社会经济转型推
动了代际关系的社会化过程，使得代际之间的资源

获取方式开始由家庭转向社会，并更多地依赖社会，

家庭的养老功能开始外移。
( 二) 养老经济支付能力提高

在我国，工业化水平提高的直接目的和后果就

是人民能够共同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工业

化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

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从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来说，
无论是家庭中父母的收入还是子女的收入，都有助

于提高家庭中老年人的保障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经济

支付能力。［12］老年人有了收入，可以提高自身生活
的独立性，可以从外购买养老服务，这不但减少了对

子女的依赖，也减轻了子女的负担，从而大大提高了

家庭养老保障水平，家庭各成员也可以在此基础上

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需求。另一方面，老年人有
了收入，就有了一定的资源与其子女可以相互提供

多种形式的协助和支持，这为持续的合作和义务提

供了稳固的结构性支持，有助于代际之间建立和谐、
良好的关系。但是康彩芳认为，人们收入水平的增
长，消费以及商品性支出的增加将改变农村老年人

供养以实物支付为主的传统方式，当子女对老年人

的供养逐渐向以货币支出为主转变的时候，就使得

老年人的经济供养来源对市场的依赖性加大，缺乏

稳定性并隐藏着各种风险，养老的质量和水平也容

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13］

( 三) 养老保障水平提高

农业社会，国家无力负担庞大的养老保障，而是

将责任托付于家庭，并对家庭养老予以合理化、规范
化，这样，在国家和社会的保障水平较低的时代，就

只能通过家庭内部的赡养来解决养老问题。而进入
到工业社会，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覆盖面广、
层次较高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始逐步建立。但是，养
老的社会保障政策却给代际关系带来正向和负向的

影响: 一方面，国家社会保障政策的推行将削弱实际

上已经存在的非正式保障安排的基础，优越的保障

政策代替家庭向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服务，就

将家庭的责任推向一边，弱化了代际之间的相关

性。［14］张航空等通过上海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城
市老人养老金的增加，代际经济支持会被养老金挤

出，但是这种挤出是有限度的，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

不会被全部挤出，也许是由于国家在这个方面承担

了更多的责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支持减

少，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更多地成为一种象征性行

为。［15］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保障政策的供给使得老
年人在能够保障最低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拥有了更多

的资源，可以与子女进行各种形式的协助和支持，与

子女之间的给予或接受的互惠程度会更大，越能够

为持续性的合作和义务提供稳固的结构性支持，有

助于加深亲情，增大代际之间的亲近机会。虽然存
在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政策与家庭责任的负向关

系，但在家庭内部，却有助于增大代际之间的亲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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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爱。怀默霆通过对保定和台湾家庭中的赡养义务
的对比发现: 1950 年代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惯例为
老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使得他们不必依赖子女。
虽然子女提供的是辅助性的赡养，但社会主义的惯

例使得多数子女乐于住在父母身边，随时可以并乐

于提供代际支持，代际交换更为平衡，父母对于所获

得的子女的赡养以及子女所表现出来的孝敬程度都

表示满意，但是 1994 年制度保障的惯例发生变化，
使得老年人的晚年安全感受到了威胁。［16］

( 四) 全民的教育程度提升

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全民的受教育年限和程

度提升。李帅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教育发展水平
的高低会引起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变化［17］，而代际

关系的和谐程度，与各代人的教育程度是密切相关

的。文化教育程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代际关
系产生了影响［18］181—187 : 从宏观层面来看，文化教育

程度的高低对老年人的心理自信程度和老年人对自

己与社会各层面的代际关系评价有很大影响。文化
教育程度高的老人自认为能融入社会的自信度较

强，这些老年人的代际关系比较好，能够和社会各层

面的代际相融共处，而文化教育程度低的老人则缺

乏各代之间相融的条件基础，不易融入社会。另一
方面，老年人文化教育程度越低，对各方面的要求则

相对越低，容易产生满足感，而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的

老年人，对衡量社会关心老年人的标准越高，关注的

内容也比较广泛，很难达到这类老年人的意愿水平。
从微观层面来讲，文化教育程度决定着每一代人对

问题的看法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法，还与经济独立性

有一定的关联。一般地，教育水平高的人考虑问题
比较周到，处理代际问题更加理性，家庭代际关系问

题处理得也比较好，经济上也相对独立，相互依赖程

度较低，代际之间也能够相互尊重，关系比较密切。
而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年人收入相对较少，生活经济

来源主要依赖子女，自信心不够，容易把自己视为家

庭的负担，在家行事比较谨慎，唯恐惹子女不高兴，

从而产生代际矛盾。［19］

( 五) 父母对家庭控制力下降

农业社会，农耕劳作是绝大多数家庭成员的职

业，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和生活，在家长的统

一领导下分工合作，集中收获并以实物形式体现大

家共同的劳动成果。人们实行同居共财的生产方
式，生产和消费都是以家计的形式进行，在这样的生

存条件下，传统社会赋予家长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

支配权，也就赋予了家长最高的权威。传统的价值
观念和封闭的社会决定了在家庭老年人的赡养中强

调的是子女的绝对责任和义务，父母对子女有较大

的控制权。此外，由于生产和生活经验是由年老一
代传递给年轻一代的，老年父母即使在年老力衰不

能再参加生产劳动时，凭借其丰富的生产经验和人

生阅历仍可以对子孙后代的生产和生活进行指导和

监督［20］，这也使得亲子两代之间的冲突减少到最低

限度［21］。吴小英则进一步指出了其原因，她认为这
种原始的、封闭的文化只能在整体性和复制性的系
统中依靠长辈对后辈的控制形式延续下去，“长老
统治”下的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正因为长辈牢牢掌握
着资源、权力和财产，使得代际之间的冲突和隔膜被
掩盖在老年人的控制和权威之下，因而表现得较为

和谐。［22］

然而，进入到工业社会以后，代际文化传递的模

式逐渐发生变动。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知识的不
断更新使得许多过去的经验过时，失去了传承的价

值，老年父母无法再对子代的生产工作和生活进行

具体的指导，在生产生活上的优势与权威逐渐消亡，

其地位和社会经济价值都急剧下降，对家庭的控制

力也随之下降。［21］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
外流规模加大，流动不仅提供了子女独立于父母的

机会，也使得子女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和对居住地

的选择。父母对家庭内资源的控制权削弱，这不仅
包括失去了对子女经济收入的控制力，还可能包括

对子女婚姻控制力的下降。随着家庭收入格局的改
变，父辈对子辈的控制逐渐减弱，家庭内部的成员关

系也从过去的“主从性人际关系”逐步向“平权性人
际关系”转化。［23］12—21肖倩认为代际权力关系的变

化导致代际回报原则的变化，对代际之间的赡养关

系产生了直接影响。［24］当子代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
入方面不必完全依靠父辈和家庭的传承和支持，而

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取得成

功时，代际关系容易变得松散疏远。［25］此外，当子辈
独立性越来越强，父辈的权威日益消失，代际关系不

仅受到空间上日益分割的影响，还受到利益离心化

的影响。［26］

( 六) 人口迁移和外流带来的影响

城市化过程中产生了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收

入“剪刀差”，在巨大经济利益的刺激和诱导下，大
量人口离开家乡流动到距离较远的、收入比较高的
地区。古德认为，现代化进程中离开家庭和土地，使
得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逐

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模式，老年人在传统联合型家庭

生活的可能性减小。而代际支持资源减少最终会导
致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降低，这将对缺乏固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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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保障和社区服务支持的老年人产生深远的影

响。［19］此外，人口外流减少了子女和老年父母共同
居住的可能性，子女对老年父母生活照料增加的可

能性大大降低，因此，家庭对老年人的持续供养能力

可能发生变化。宋璐等认为，缺乏自身资源的老年
母亲并没有从子女外出带来的经济收入增加中获得

比老年父亲更大的收益，老年父母只好付出更多的

支持和帮助以增强子女的养老能力，巩固与子女的

养老契约而得到补偿性回报，这进一步加重了他们

的负担，使得他们的福利和健康状况恶化。［27］。另
一方面，城市文化对核心家庭和个人价值的关注会

淡化迁移者的“孝”的观念，在城市生活越久的人更
加关注独立和平等，他们自身思想意识的转变会导

致他们传统的赡养责任不断弱化，最终影响到他们

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也使得老年人自身的养老

观念发生转变。［27］31因此，传统的老年学理论认为，
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外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家庭结构

和居住距离的变化，这直接和间接削弱了家庭的养

老功能，因此城市化进程是不利于老年人的。［26］

Mason则认为，虽然人口迁移可能会侵蚀家庭
代际支持，但人口外流所带来的人均收入的提高可

能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的福利状况，使他们通过个人

财富的累计或收入转移获得更高程度的经济独立，

还可能从富裕的子女那里得到更多经济资助。［28］年
轻一代也会更加注重独立和平等，可能会接受西方

赡养老人的一些观念，使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

更加平等、和谐。［29］宋璐等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
使子女对老年父母经济支持增加的可能性上升，而

且子女外出降低了子女间以及子女与老年父母间产

生摩擦的可能性，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分工在留守

和外出的子女之间进一步明确，提高了其对老年父

母增加情感支持的可能性，促进了代际间的感情亲

近程度。［19］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
从家庭成员的外迁中获益，Adi 在印尼爪哇的调查
发现，有一部分家庭的经济状况在其成员外出之后

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因为这些移民在外的收入还
不足以抵消他们的外出成本和在外花销，更没有能

力为家庭和老人谋福利。［30］43

( 七) 女儿参与养老

传统父系家族制度中，男子参与收入和地位高

的工作，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妇女从事无收入的劳

动，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不大，评价一个妇女的主要标

准在于她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儿子的能力。在注重
宗法血缘关系的传统家庭中，妇女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并没有继承家业的权利，此外，妇女不但不能给家

庭挣得更多财富，在出嫁的时候还需要娘家出嫁妆。
受传统家庭结构的影响，父权体系切断了妇女在婚

后与其娘家的紧密联系，其对娘家的回馈也特别少。
因此，传统社会妇女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较小，没有继

承娘家财产的权力，也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唐灿
等将继承财产的权利和赡养的义务相联系，认为女

儿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是以不承担赡养责任为补偿

性代价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女性身份
和归属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女儿在出嫁前身份处
于暂时的性质，在父系家族中没有地位和权力，是家

族的附属成员，出嫁后就成为“泼出去的水”，而且
在出嫁后女性也是所在家庭的附属，经济上并不独

立，也就没有能力对父母进行回报。［31］

进入到工业社会，社会生产和劳动越来越社会

化，生产技术和工具的改进解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外出就业，在社会的

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社会化劳
动的参与使得广大妇女有了自己的经济收入，对家

庭的经济贡献增加，这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和作用，也提供了一个摆脱社会性别劳动分工的良

机。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和传统劳动分工社
会性别差异的缩小，可能会改变中国传统的主要依

靠儿子的养老方式。［27］48已有研究证实，虽然儿子仍
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但一个趋势是女儿在养老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1］。女性外出就业对老
年父母经济支持增加的可能性大于外出儿子增加的

可能性，外出促使儿子和女儿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工

缩小; 外出女儿对老年父母情感支持增加的可能性

大于外出儿子增加的可能性，代际情感支持的性别

分工进一步扩大。［19］。由此可见，女儿参与养老成
为老年人家庭养老理性化的选择［32］。
( 八) 代际支持行为逐渐理性化

在传统社会，父母抚育子女在老年的时候得到

子女的反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在血缘关系基

础上形成的自然的代际亲情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
中后期，社会经济的运行已带有明显的市场经济特

征，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逐渐渗透到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交往行为介入了理性化的因

素［33］151，关系越亲密，越有可能被用来实现功利目

标［34］。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社区的生活意义系
统被消费文化塑型，使得村民以在消费竞赛中不断

获取“尊严感”和“自我实现感”作为生存的动力。
在这种持续进行的、强调物质利益的角逐中，他们通
过向父辈的索取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继而

舍弃了对于老人的责任和义务。［35］朱静辉通过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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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薛村的个案研究，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代际

之间的关系逐渐理性化，虽然老人仍旧以长时间的

道德感情的互惠模式来考虑与子辈之间的关系，子

辈却愈发用理性方式考量代际关系，更加注重经济

物质上的交换，赡养动机不是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

恩情，而是与市场交换类似的有来有往的给予方

式。［36］阎云翔认为，国家在公共生活的退出，使得新
兴的市场经济、消费主义抢夺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
真空，农村出现大量的“无功德个人”，他们强调个
人享受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无视对他人的义

务和责任，在代际关系中，如果父母对子女不好或者

没有尽到责任，子女就有理由减少对父母相应的责

任，代与代之间的相互报答必须有不断的有来有往

才能维持下去。［6］255—266目前，大量的研究也证实了

代际关系中人们的行为逐渐理性化，相应的责任和

义务逐渐淡化，代际支持必须有所交换才能得以维

持。［21］

综上所述，代际关系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现

象，它总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仅仅将研究的

视角和问题局限在一个有限的方面，而对代际关系

所嵌入的外部宏观社会环境缺乏关注是不够的。20
世纪后半期，我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转型，代

际交换的社会化程度加深，养老经济支持能力和保

障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父母对家庭的控制力下降，

人口外流一定程度拉大了亲子在地理和社会上的差

距，人们的家庭伦理观念变化，代际支持行为逐渐理

性化，种种因素使得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冲击。
我国社会的转型并非简单的由计划经济体制直

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而是呈现出两种

经济体制的社会机制的共生。［37］而转型期的代际关
系特别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从而出现与假定

的现代化模式不一致而显示出符合传统的特征，这

使得我国的代际关系要比西方社会更加复杂。社会
经济转型是代际关系变动的外在宏观背景，也提供

了一个考察代际关系的视角，转型的复杂性、多元性
和不确定性使得代际关系的变动也无规律可循。有
学者推断，当子辈代际支持行为越来越理性化，父母

的思想意识会提高，他们会降低对子女孝道的预期，

这样两代人在责任和义务分割方面将会有更多的理

性和计算，这样的结果就使代际之间的平衡关系在

经历一段时期的平衡之后，将会重新达成新的均衡，

但是这是一种类似接力的平衡，相对理性及较少奉

献。［38］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仍有待验证，就全国范
围来看，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仍是主要的养老方

式，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城市，尽管大部分老
人有维持经济独立的能力，但是子女的支持仍是养

老的重要方式之一，绝大多数人仍将赡养父母视为

自己的责任，代际之间无论是分开居住还是住在一

起，仍旧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在农村，广大老年人的
收入来源仍旧要靠子女来提供，在子女外出的情况

下，他们通过帮助子女带孩子、做家务等来支持子
女，子女对老人也有经济和情感上的反馈，而且，城

乡一个普遍的趋势是女儿参与养老，给父母的支持

和帮助越来越大。因此，对于代际关系研究，我们必
须承认一个前提: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化的市

场交换逻辑日益深入中国人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内

心，子女的支持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代际之间

的差异、冲突、互惠可能是多种力量作用下彼此较量
和妥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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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s of Intergenerational Ｒelations

FENG Hua-chao，ZHONG Zhang-bao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0，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ition，socializ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deepens． The
level of old-age support ability and old-age security rises，and so do the education and womans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However，parents control over family decreases and population outflow enlarges the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some extent，which gradually mak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rational．
All these have affect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 of the family greatly and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makes it
more complicated． The differences，conflict and reciproc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may be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lateral forces．

Key word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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